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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理论设计测量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指标，采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绝对值与相对值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我国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总体增长趋势良好，但S/A值没有表现出其产业知识基础结构优化的迹象；同时在区域配置上，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较为类似的带状分布。最后对我国主要省区市的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优化提出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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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knowledge bases, the paper designs 3 indexes, and uses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absolute value and relative value of the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knowledge bases in every provinc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rising trend of the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knowledge bases is good, however, S/A value shows no signs of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knowledge bases. While, regional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knowledge bases of our country is similar with our regional economy, which has a zonal distribution trend. At last, some new ideas of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knowledge bases of main provinces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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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源于背后羸弱的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瓶颈。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进入到了后福特主义式的学习竞争时代，即“学习经济”,学习经济也确实给我国追赶学习发达国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学习经济容易形成“短视”[1]，在根本性的知识创造方面能力很弱；而且从长期看，这种模仿性创新难以为继。因为不论外部学习多么有效率，它都不能代替内生的知识创造，知识吸收越快，对知识来源的依赖性就越大[2]。现在我国内生创新差，很多技术仍依赖进口与此有很大联系。弥补学习经济不足，需要发展强调知识创造的“知识经济”。总之，在我国这样一个总量强大但质量不高的经济大国，学习经济与知识经济在创新发展中都不能偏废。

从产业知识基础角度看，学习经济中运用的知识多为以隐性知识为主的综合型知识基础，而知识经济中运用的多为以显性知识为主的解析型知识基础，因此，研究如何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需要考虑具体的产业知识基础。尽管关于产业知识基础的概念和理论提出了将近10年时间，但目前大部分研究多为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产业知识基础的测量是一个难题。本文基于以上现实与理论背景，尝试提出测量产业知识基础的方法，以我国工业为对象，并对工业产业知识基础的配置与优化进行深入系统分析。
2  文献回顾
知识基础是知识的重要属性，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3]。知识基础会因为产业的不同而造成系统的不同[4-5]，从而导致创新的过程和本质也会不同，即产业知识基础影响产业创新的过程和本质[6]。在Asheim等 [7],[8],[9]的经典研究中，产业知识基础主要分为综合型知识基础（synthetic knowledge base）和解析型知识基础（analytical knowledge base）。国内也有把这两种知识基础翻译为分析性知识基础与综合性知识基础，如薛捷[10]、吕可文[11]的研究。本文认为用“型”更为合适，同样“解析”比“分析”更能体现analytical knowledge base进行知识创造时的“解释”、“创造”特性。综合型知识基础通过既有知识的应用或重新组合而得到创新；解析型知识基础则通过科学研究产生的新知识而得到创新[8]。另外,如果一个区域中两类知识基础的类型不太明显，可以称之为杂色知识基础。
关于产业知识基础的测量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知识流动的测量和对经济知识基础的测量。测量知识的流动非常困难[12]，目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法[13]：直接的方法是利用专利引用中的信息；间接的方法是测量被认为导致信息流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如跨国公司或者国际贸易的状况。经济知识基础概念来源于知识经济，对经济知识基础的测量也是一个难题[14]。目前也有一些探讨，如CECD15]用工业部门知识密度的指标来测量知识基础；Braczyk等[16]提出采用创新系统相关指标对其进行测量。Leydesdorff等[17]认为OECD等的方法更重视经济的增长，因此他们提出了技术、组织和区域的三重螺旋模型来测量经济的知识基础，具体方法称之为TH算法，该方法计算的负熵是系统减少的不确定性，这种被认为是系统自组织的结果，即配置效应，并用这种方法对德国、荷兰等的知识基础进行了测量。牛盼强等[18]同样以技术、组织和区域的三重螺旋模型为理论基础，采用了熵值法对我国的经济知识基础进行了测量，得出我国经济知识基础呈带状分布，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天津、北京和山东的经济知识基础较好。
以往对知识基础测量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知识基础难以测量的难题，但以上方法并不适合测量产业知识基础，如专利测量难以体现隐性知识为主的综合型知识基础，经济知识基础测量的理论基础是高中低技术，而这与综合型与解析型知识基础的划分存在一些差异。
3  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测量的理论和思路
本文对产业知识基础的测量基于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理论。牛盼强[19]提出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概念，认为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是指在进行创新过程中，联系产业根本创新的知识在不同类型创新体系中的产生、扩散和运用；嵌入制度因素，借鉴官-产-学和技术-组织-区域等三重螺旋模型思想精髓，提出了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产业知识基础-制度-创新体系”三元理论。其中，产业知识基础主要包括综合型和解析型；制度包括稳定性和灵活性；创新体系包括区域、国家和全球等。
由于现在关于产业知识基础的研究还不能对所有国民经济行业进行分类，所以，本文测量的范围和对象是能够区分知识基础类型的区域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区域支柱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保障，是区域经济实力的主要表现。区域主导产业是区域产业结构的核心，是区域特色经济的主要体现。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主导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决定着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区域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都具有长期性、全局性的特殊作用，成为经济发展中最为典型的战略产业，因为区域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代表了区域现在的产业存量和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区域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和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的特性，因此可以通过对它们的相关测量来反映整个区域两类产业的知识基础。
本文选择工业作为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测量的对象，其中重点是采掘业和制造业。采掘业和制造业中创新的产生与本文提出的产业知识基础的理论更为接近，而其它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其产业知识基础的类型就不十分明显，因此其知识基础的配置就很难明显区分和测定。
本文确定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方法是，按照各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大小，取工业总产值中最大的前几个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但这显然不够，按照这种方法确定的大部分省区市的产业都是综合型知识基础，无法对该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解析型知识基础进行测量。考虑需要对综合型和解析型两种知识基础两类产业进行测量，本文把两种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纳入分析的范畴。
产业选择的确定方法是，把采掘业和制造业中各行业按照工业总产值的大小进行排序，取其前9位。如果在这前9位中全部为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那么该区域的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则为这9个行业，其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则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如果前9位中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中的一种，那该区域的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则为其中的8类，解析型知识基础则为其中1类再加上不包含在这9类中的另外一种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如果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都包括在这前9位中，那么该区域的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则为9类中的7类，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则为其中的2类。
4  区域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测量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

4.1  区域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测量的指标体系

本文基于科学性、可行性和系统性3个测量原则，选择了“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和“从业人数”作为初始指标，选择的原理是区域创新体系中产业知识基础的配置同区域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工业的发展需要涉及生产者、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产品。
工业总产值是区域反映区域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而且该产业的产业知识基础配置必定内涵于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工业总产值能够反映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增量。资产总计能够反映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累积传承，因为该指标中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能够反映这一方面。从业人员数体现了产业知识基础的配置要以人才人为核心，很显然，高素质人才比重越高的产业中，产业知识基础相对也越好。
4.2  区域产业知识基础测量的评价模型

虽然初始指标包括“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和“从业人数”三大类，但是这些单个的指标之间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需要进行转变。本文转化指标的方法是比率法。
第一，SIR。属于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的区域支柱、主导产业产值（SEOVI）占区域工业总产值（GOVI）的比重，用SIR来表示。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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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AIR。属于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的区域支柱、主导产业产值（AEOVI）占区域工业总产值（GOVI）的比重，用AIR来表示。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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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SCR。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的区域支柱、主导产业资产总计（SECG）占区域资产总计（CG）的比重，用SCR来表示。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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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ACR。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的区域支柱、主导产业资产总计（AECG）占区域资产总计（CG）的比重，用ACR来表示。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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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SPR。综合型知识基础产业的区域支柱、主导产业中年均从业人员数（SENEP）占区域产业年均从业人员数（NEP）的比重，用SPR来表示。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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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APR。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的区域支柱、主导产业中年均从业人员数（AENEP）占区域产业年均从业人员数（NEP）的比重，用APR来表示。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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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的求取方法为熵值法。关于熵值法评价的研究以前已经存在，这里不再赘述。
5  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测量

5.1  数据搜集

本文搜集的数据全部来自于2006—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2012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其中辽宁、福建和河南省因为其年鉴缺少部分指标，这里不进行评价；我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由于不在统计年鉴中，这里也不作评价。
5.2  权重的计算

为了使熵值法确定的权重更为科学，需要大量的数据，因此，本文采用2011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计算权重。按照以上方法计算的各类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产业知识基础各基本指标的权重

	综合型知识基础指标
	SIR
	SCR 
	SPR 
	解析型知识基础指标
	AIR 
	ACR 
	APR 

	综合型知识基础
指标权重
	0.35
	0.25
	0.40
	解析型知识基础
指标权重
	0.34
	0.30
	0.36


在综合型知识基础各指标权重中，我们看到“从业人数”指标的权重最大，其主要原因是综合型知识基础配置中多通过企业之间或者工厂、车间、办公室内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因此，人相对来说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
在解析型知识基础指标中，从业人数的指标相对于综合型知识基础配置指标有所降低也在预料之中，因为解析型知识基础的配置多是通过产学研之间的交互产生新知识，并使新知识通过固定形式转移，所以，“资产总计“指标相对综合型知识基础中的指标有所提高。
5.3  我国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测量

在以上理论构建、指标设计和权重计算基础上，本部分从总体上对我国产业知识基础的配置状况进行分析。这里提出了2个概念：产业知识基础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能够反映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存量水平，用于同一种类型知识基础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间的比较；而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相对值是反映不同类型产业知识基础在同一区域中相对发展的状况，用于两类不同知识基础的对比。
（1）我国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通过以上方法和数据，我们计算得出2005—2011年我国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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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5—2011年我国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
由图1、表1可以看出，2005—2011年间我国综合型产业知识基础的配置经历了2个波谷，第一个波谷为2006年，第二个波谷为2010年，剖去这2个波动外，从整体上看，我国综合型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上升趋势明显。再来看我国解析型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我国解析型知识基础配置绝对值的趋势与综合型知识基础配置绝对值的趋势有些不同，仅仅经历了一个很大波动，该波动是从2006—2007年，我国解析型产业知识基础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后到2008年以后又回落到正常的发展水平。综合以上可知，从总量上，我国两种产业知识基础的配置都呈现增长的趋势，这是一种有利的趋势。
（2）我国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相对值。为了能够反映同一个区域中综合型与解析型知识基础相对发展水平，我们提出了一个指标——S/A，用来衡量两者之间发展的相对水平；同时，为了能够更直观地对一个区域的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类型进行分析，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数值标准，该标准如表2所示。S/A值小于1，毫无疑问，知识基础偏重解析型。但综合型知识基础的临界值的确定是个难点问题。本文认为，解析型知识基础的配置和综合型知识基础的配置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第一，解析型知识基础进行创新需要新知识，而综合型知识基础进行创新需要已经存在的知识，因此从创新的难度上看，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的创新较难。第二，综合型知识基础的产业多为较为成熟的产业，这种产业已经在区域中占很大部分比重，因此，简单地把S/A值大于1作为临界值显然不科学。从前述我们数据选择的标准看，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选择的工业行业为9～11个，中位数为10个，综合型与解析型知识基础的S/A临界值应该为（10-2）/2=4。考虑到一个区域综合型知识基础与解析型知识基础发展较为均衡的情况，我们把区域的知识基础类型划分为3种：综合型知识基础为主、杂色知识基础、解析型知识基础为主。因此从坐标上看，临界值4便处于杂色知识基础的中间。按此理论推导下去，各知识基础的临界值见表2所示。
              表2  我国区域产业知识基础类型划分标准
	S/A值范围
	产业知识基础类型

	[0，2.67）
	解析型知识基础为主

	[2.67，5.34）
	杂色知识基础

	[5.34，以上）
	综合型知识基础为主


我国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相对发展状况如图2所示。通过图2以看出，相对来说，我国综合型知识基础发展存量相对较高，解析型知识基础存量较低，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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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综合型与解析型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相对值
基于图2，可以计算出我国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S/A值，见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S/A值从2005年到2011年基本处于4～5的水平之间，表明两者的相对发展速度相近。另外，从图3还可以看出，2005—2011年我国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S/A值有2个波谷，分别出现在2006年和2010年，其中2010年的S/A值最小，为3.746；2005—2011年的S/A值较大的年份分别是2005、2009和2011年，其中2009年的S/A值最大，为4.836。尽管我国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有一定波动，但其S/A值基本处于3.7～5之间，因此，从我国产业知识基础的主导类型看，属于杂色，但相对来说更偏重综合型；同时，稳定的S/A值凸显出我国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一个问题——产业创新结构优化程度没有得到改善，即解析型知识基础产业比重没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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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S/A趋势

5.4  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分析

（1）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采用前述方法，计算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综合型知识基础实力最强的前10个省市分别是江苏（第1）、山东（第2）、广东（第3）、浙江（第4）、河北（第5）、山西（第6）、上海（第7）、四川（第8）、湖北（第9）、安徽（第10）；解析型知识基础实力最强的前10个省市分别是广东（第1）、江苏（第2）、上海（第3）、山东（第4）、浙江（第5）、四川（第6）、北京（第7）、天津（第8）、湖北（第9）、湖南（第10）。从这两类产业知识基础实力排名可以看出，在我国两类产业知识基础实力都很强的省市是江苏、广东、山东和浙江。

表3  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产业知识基础绝对值排名

	省份
	综合型
	排名/位
	省份
	解析型
	排名/位

	江  苏
	0.129
	1
	广  东
	0.331
	1

	山  东
	0.117
	2
	江  苏
	0.215
	2

	广  东
	0.108
	3
	上  海
	0.073
	3

	浙  江
	0.085
	4
	山  东
	0.064
	4

	河  北
	0.059
	5
	浙  江
	0.051
	5

	山  西
	0.044
	6
	四  川
	0.042
	6

	上  海
	0.043
	7
	北  京
	0.037
	7

	四  川
	0.041
	8
	天  津
	0.028
	8

	湖  北
	0.040
	9
	湖  北
	0.023
	9

	安  徽
	0.038
	10
	湖  南
	0.016
	10

	湖  南
	0.036
	11
	河  北
	0.016
	11

	内蒙古
	0.027
	12
	安  徽
	0.015
	12

	天  津
	0.026
	13
	吉  林
	0.014
	13

	陕  西
	0.025
	14
	重  庆
	0.012
	14

	吉  林
	0.023
	15
	江  西
	0.012
	15

	黑龙江
	0.022
	16
	陕  西
	0.010
	16

	广  西
	0.021
	17
	广  西
	0.009
	17

	江  西
	0.019
	18
	山  西
	0.008
	18

	重  庆
	0.018
	19
	黑龙江
	0.006
	19

	云  南
	0.015
	20
	内蒙古
	0.004
	20

	北  京
	0.015
	21
	贵  州
	0.004
	21

	新  疆
	0.013
	22
	云  南
	0.003
	22

	贵  州
	0.013
	23
	海  南
	0.002
	23

	甘  肃
	0.010
	24
	甘  肃
	0.002
	24

	宁  夏
	0.006
	25
	新  疆
	0.001
	25

	青  海
	0.004
	26
	青  海
	0.001
	26

	海  南
	0.003
	27
	宁  夏
	0.001
	27

	西  藏
	0.000
	28
	西  藏
	0.000
	28


（2）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相对值。采用前述测量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相对值的方法，对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相对值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相对值，按S/A从小到大排列分别为：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天津、四川、重庆、江西……。基于前述区分区域产业知识基础类型的临界值表，对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产业知识基础主要类型进行划分：
第一，广东和北京的S/A值小于2.67，其产业知识基础主导类型为解析型知识基础。

第二，上海、江苏、天津、四川的S/A值介于2.67～5.34之间，其产业知识基础主导类型为杂色知识基础。

第三，其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S/A值大于等于5.34，其产业知识基础主导类型为综合型知识基础。
表4  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相对值

	省份
	综合型
	解析型
	S/A

	广  东
	0.370 
	0.233 
	1.583 

	北  京
	0.360 
	0.153 
	2.360 

	上  海
	0.529 
	0.175 
	3.026 

	江  苏
	0.479 
	0.158 
	3.035 

	天  津
	0.527 
	0.115 
	4.590 

	四  川
	0.469 
	0.095 
	4.935 

	重  庆
	0.554 
	0.072 
	7.671 

	江  西
	0.533 
	0.068 
	7.786 

	海  南
	0.614 
	0.076 
	8.113 

	吉  林
	0.591 
	0.069 
	8.545 

	浙  江
	0.514 
	0.059 
	8.694 

	湖  北
	0.550 
	0.063 
	8.772 

	西  藏
	0.605 
	0.068 
	8.934 

	山  东
	0.516 
	0.055 
	9.358 

	湖  南
	0.558 
	0.049 
	11.406 

	广  西
	0.600 
	0.050 
	11.945 

	安  徽
	0.581 
	0.046 
	12.715 

	陕  西
	0.582 
	0.045 
	12.806 

	贵  州
	0.620 
	0.039 
	15.866 

	河  北
	0.611 
	0.033 
	18.608 

	黑龙江
	0.659 
	0.033 
	20.086 

	云  南
	0.570 
	0.023 
	24.990 

	山  西
	0.812 
	0.031 
	25.929 

	内蒙古
	0.636 
	0.019 
	32.746 

	甘  肃
	0.724 
	0.021 
	33.768 

	青  海
	0.723 
	0.019 
	38.442 

	宁  夏
	0.670 
	0.014 
	48.721 

	新  疆
	0.682 
	0.009 
	73.754 


6  结论和优化建议
通过以上对我国总体上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测量和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测量，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优化建议：

（1）从2005年到2011年，我国综合型、解析型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经历了2个波谷，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总体上产业知识基础的配置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S/A值在3.7～5之间波动，但没有下降趋势，从类型上看，属于杂色，但相对来说更偏重综合型，这反映出我国总体上产业创新优化结构没有得到改善。因此，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降低S/A值，即逐渐提高解析型产业在知识基础配置中所占的比重，而逐渐降低综合型产业在知识基础配置中所占的比重。

（2）从区域分布看，我国工业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总量、结构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总体上较为类似，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带状结构。我国综合型知识基础实力最强的前4个省份分别是江苏、山东、广东、浙江；解析型知识基础实力最强的前4个省市分别是广东、江苏、上海、山东。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产业知识基础的S/A值看，广东和北京的产业知识基础主导类型为解析型知识基础；上海、江苏、天津、四川的产业知识基础主导类型为杂色知识基础；其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产业知识基础主导类型为综合型知识基础。

在以上相关省市中，广东省综合型与解析型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都处于前3位，其S/A值也属于解析型，因此，可以说广东省是我国产业知识基础配置发展最好的地区。江苏省综合型与解析型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在全国排前2位，但其S/A值属于杂色知识基础，因此，江苏省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努力优化和发展解析型知识基础配置。在2个直辖市中，北京综合型和解析型知识基础配置的绝对值都没有进入前4位，但其S/A值属于解析型，因此，未来北京应该在两种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总量上努力增长。上海的解析型知识基础配置绝对值虽然进入了前4位，但其知识基础属于杂色，因此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上海，未来应该努力降低S/A值，使其处于解析型知识基础区域。浙江的综合型知识基础配置绝对值全国排名第四，但其S/A值属于综合型。浙江的经济较好，综合型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防止未来浙江综合型产业出现严重的技术依赖问题，浙江应该开始逐步向杂色知识基础区域发展。天津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其S/A值属于杂色知识基础，因此相对其经济发展情况，其产业知识基础配置发展较好，未来应该努力增长两种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总量。四川的经济发展情况与我国东部及东南部相比有些差距，但其S/A值处于杂色，因此，未来四川发展的重点应该还是提高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量，特别是利用其区位等优势快速提升综合型产业的水平。其它省（直辖市、自治区）产业知识基础配置的优化可以借鉴以上分析的思路，由于篇幅问题，这里不再展开。

尽管本文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和建议，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现在知识基础产业类型的划分并未包括所有的国民经济产业，而本文也只是选择了区域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因此测量的区域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是一个近似值。第二，产业知识基础配置本质上是不同类型知识的重组或创造，进而反映到产业创新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隐性知识很难测量，本文设计产值、资产和人数3个指标也只能从某一方面反映产业知识基础配置，因此指标的选择未来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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